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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与外部保障对无工作者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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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无工作劳动力在无工作期间的生活保障既包括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保险及政府救济等,也包括来自

家庭内部的储蓄及资产收入等。由于信息不对称及道德风险的存在,外部保障可能引发“福利依赖”效应而降低无

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也可能通过补贴工作搜寻成本而提高其就业意愿;而内部保障则会对无工作劳动力产生直

接的就业压力,进而提高其就业意愿,且其失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越大,这种就业意愿促进效应越强。采用“中国劳

动力动态调查”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内部保障会显著提升城镇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

较低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但对农村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高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

响;外部保障会显著降低各类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而且会显著提高其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内部保障的影响不显

著)。此外,相对城镇户籍的、东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农村户籍的、中西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更低。

因此,在为无工作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一方面要积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欠发达地区

农村户籍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积极探索外部保障的就业激

励机制和途径,提高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以更好地促进就业和保障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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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问题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也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国人口和就业

统计年鉴—2019》的数据显示，2010—2018 年，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 56.8%下降至 55.6%，即无工作人口从 53.2%上升至

54.4%。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报告的定义，“无工作”是指未从事有收入的社会活动(包括务农、兼职、帮忙家庭生意等，

而从事义工、学生兼职、志愿者、家务劳动等活动属于无工作)，无工作者包含失业者和从未工作的群体。一方面，由于无工作

者没有收入，其生活需要得到有效保障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由于无工作者未参与社会劳动，其(尤其是有劳动力能力

的无工作者)需要通过就业来体现自身价值、提高生活质量和实现自我发展，进而促进社会公平和进步。因此，在建立和完善无

工作者无工作期间的生活保障机制的同时，更需要通过社会、家庭和个体的共同努力有效促进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无工作劳动

力能否实现就业，除取决于社会就业机会的多少和自身劳动能力的大小外，还受其就业意愿的影响，所以有必要深入探究无工

作劳动力得到的生活保障会对其就业意愿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寻求无工作劳动力生活保障机制与就业促进机制的协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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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面临外部冲击时，可以借助家庭外部保障和家庭内部的自我保障两种方式应对(楚克本等，2018)[1]。无工作劳动力

在无工作期间的生活保障也可以划分为家庭外部保障和家庭内部保障(以下简称外部保障和内部保障)，外部保障是指来自于家

庭外部的保障(如社会失业保险、政府失业救济等)(臧文斌等，2012;周钦等，2014)
[2-3]

，内部保障则是指来自家庭内部的保障(如

个人储蓄、资产收入以及家庭其他成员提供的生活保障和帮扶等)(刘振杰，2005)[4]。由于来源和性质不同，外部保障与内部保

障对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和行为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存在差异性。与此同时，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使城市的无工作劳动

力与农村的无工作劳动力不但自身具有不同的特点，而且其所获得的外部保障和内部保障也都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因而外部保

障和内部保障对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影响也具有城乡差异。 

然而，已有相关研究(尤其是经验研究)大多将无工作者在无工作期间获得的生活保障局限于具有政策工具含义的社会保险

或政府保障范畴，主要探讨外部保障与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关系，而对内部保障影响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机制和效果

缺乏深入研究，更没有对外部保障与内部保障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同时，由于长期存在的“城镇失业登记制度”等导致相关

数据的获取具有城乡不平衡性，相关研究也忽视了失业保障对农村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影响，进而缺乏对城乡异质性的探

讨。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外部保障和内部保障影响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异质性及其城乡差异，

并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追踪调查(CLDS)”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的三期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丰富和拓展关于失

业保障影响无工作者就业意愿的理论和经验研究，进而为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障体系和促进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提供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外部保障对无工作者的生活和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影响(徐晓莉等，2012)[5]。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包括失业保障在内的社会保

障工作，积极建立和完善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谢秀军等，

2019)
[6]
。现有研究大都认为失业保险、失业救济等外部保障是直接影响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重要因素，并担忧政府救助会

形成“福利依赖”和“失业陷阱”，降低失业人口的就业意愿和行为(郝宇彪等，2018;李珍等，2020)[7-8]。20 世纪 80 年代，

Charles(1984)提出“福利依赖”概念，把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领取社会经济援助且不就业的现象称为“福利依赖”[9]。

Saarela(2004)的分析表明，美国约有 9%的福利享有者存在“福利依赖”，并且对改变失业状况较为消极[10]。Uusitalo 和

Verho(2010)的研究发现，只有当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即将到期时，失业者的求职努力程度才可能有所提升[11]。“福利依赖”现

象在中国也一定程度存在。杜凤莲和刘文忻(2005)的分析发现，月失业救济金每提高 1%，预期失业持续时间会提高 0.12%[12];乔

雪和陈济冬(2011)则认为，失业保险金的提高会扭曲失业者的搜寻努力[13]。 

“福利依赖”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外部保障提供者与获得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

政府等外部保障供给部门难以准确掌握无工作者的真实生活状态和求职行为，而长期享受失业救济待遇容易消磨人的斗志，尤

其当外部保障水平较高时，会促使无工作者可能更愿意维持失业现状，造成“养懒汉”现象(Amarante et al,2013;Andersen et 

al,2014)[14-15]。但也有研究基于补贴搜寻理论认为(Phelps,1970)[16]:失业者领取失业救济可以补贴货币形式的工作搜寻成本，从

而提高其就业意愿(Schwartz,2015)[17];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者与劳动力市场保持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其求职意愿和努力程度

也更高(Lammers,2014)[18]。因此，当无工作劳动力无法平滑消费时，外部保障会通过流动性效应影响其就业意愿(Chetty,2008)[19]:

当无工作劳动力面临流动性约束时，外部保障可以通过增加其货币流动性来满足其日常消费，从而降低其就业意愿(Christoph et 

al,2014)[20];但如果无工作劳动力将这部分资金用于工作搜寻，则会提高其就业几率，进而有助于提高其就业意愿。 

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较高的国家之一，个体和家庭会基于预防性动机进行储蓄(甘犁等，2018)
[21]
。因此，除外部保障外，

个人储蓄、家庭帮扶等内部保障也是无工作劳动力维持基本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祁亚辉，2004)[22]。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还

面临着瞄准度不高、待遇水平较低、基金收支失衡等困境(张盈华，2019)[23]。2016 年的数据显示，政府发放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仅占全部失业者的 15%(吴要武等，2018)[24]。同时，中国的失业保险金标准较低，且缺乏随物价水平变动而及时调整的有效机制

(李珍等，2020)[8]，这就使得失业保险制度难以有效发挥对失业者的基本生活保障以及促进其就业的作用(郑新业等，2017)[25]。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和农村居民所面临的失业风险日益增加，在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预防性储蓄可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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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应对收入不确定性的作用(李艳鹍，2014)[26]，因而个体和家庭储蓄以及家庭其他成员的帮扶等内部保障还是当前中国无工作

者生活保障的重要来源。 

内部保障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还体现在精神层面。有研究认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可以没有社会保障，却离不开家庭保

障，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水平整体滞后于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转型的情况下，无工作者仍可以从家庭获得经济来源和精神慰藉(伍

先斌，2010;张忠朝，2014)[27-28]。但与外部保障作为一种外生的应急性的协助通常难以对家庭资源禀赋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产生直

接影响不同(楚克本等，2018)[1]，内部保障往往会对家庭消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和发展等带来较大冲击。例如，受到家庭

成员失业冲击时，家庭为其提供生活保障可能带来人均消费支出的减少，也可能减少教育投入而影响其他成员的人力资本积累，

或者可能对外借贷而加重未来的家庭债务负担等。同时，由于家庭成员之间联系紧密甚至长期共同生活，信息不对称程度很低，

不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因此，内部保障不但难以形成“福利依赖”效应，而且会通过其对家庭生活和发展的负面影响而对无工

作劳动力产生一定就业压力，促进其更积极地搜寻工作以尽快实现就业。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虽然外部保障对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福利依赖”和补贴工作搜寻成本两种相反的效

应，但“福利依赖”效应通常处于主导地位，因而总体上表现为降低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内部保障对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

愿的影响较少产生“福利依赖”效应，更多的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化加大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并促使其更想改变失业状态，

因而总体上表现为提高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据此，提出假说 H:外部保障会降低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而内部保障会

提高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 

当然，在现实中，由于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外部和内部保障水平等的差异，上述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即对于不同无工作劳动力群体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此，本文主要基于城乡差异和家庭生活(消费)水平的角度考察以下几种情

形: 

一是生产生活环境、就业习惯等的城乡差异。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应对失业的方式和对待失业的

态度也是不同的。农村家庭由于外部保障相对不足，为应对收入波动、失业和医疗支出等不确定性事件，其储蓄意愿更高(尹志

超等，2020)[29]。虽然农村户籍无工作劳动力更多地依赖内部保障，内部保障对农村家庭生活的影响可能也更大，但农村家庭对

劳动力“失业”状态的容忍度更高。长期以来，由于土地保障功能的存在，农民的失业问题被认为不存在，加上“务农”工作

状态的弹性较大，农村家庭通常认为劳动力失业是一种常态，并愿意提供相应的内部保障。在传统思想和就业习惯的影响下，

即使对于“无地农民”，其家庭在其无工作期间为其提供内部保障时对其产生的就业压力也较小。而对于城市家庭，劳动力从

事一项长期稳定的工作被认为是常态，劳动力失业则是对家庭的重大冲击，即使其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较少，家庭也会予以高度

重视。尤其是当无工作劳动力的生活主要依赖内部保障时，城市家庭会更积极地促使无工作劳动力尽快就业。因此，从总体上

看，内部保障对城市户籍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提升作用比农村户籍无工作劳动力更强。 

二是外部保障水平的城乡差异。在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亦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由于社会保障制

度安排长期向城镇倾斜，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张华初等，2015)[30]，农村户籍的无工作劳动力能获得的外部保障也显著低

于城镇户籍的无工作劳动力。当外部保障水平很低时，其“福利依赖”效应也很难得到体现。由于城镇户籍无工作劳动力的外

部保障一直存在且高于农村户籍无工作劳动力，而农村户籍无工作劳动力的外部保障是从无到有并逐渐强化，因此，外部保障

对城镇户籍无工作劳动力的“福利依赖”效应长期存在，而对农村户籍无工作劳动力的“福利依赖”效应则可能存在一个逐渐

凸显并趋于强化的过程。 

三是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异。内部保障对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提升作用，主要源于家庭生活变化及家庭成员督促

等给失业者带来的就业压力，而对于不同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家庭，这种压力的强度是不一样的。对于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的家

庭，有劳动力失业通常会对家庭消费水平带来较大的影响，并可能降低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而对于收入和消费水平较高的

家庭，有劳动力失业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较小，对其他家庭成员生活质量的影响往往也微乎其微。因此，随着家庭收入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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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水平的提高，内部保障对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提升效应可能减弱。此外，外部保障之所以会降低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

愿，不仅因为存在“福利依赖”效应，还由于无工作劳动力没有将外部保障用于工作搜寻。如果只是将外部保障视为“生活补

贴”，忽视其就业促进功能，当无工作劳动力通过内部保障就能解决其生活问题时，外部保障就可能促进无工作劳动力家庭的

非必需消费品支出。因而，若外部保障可以带来无工作劳动力家庭的非常规消费(如娱乐性消费支出)的增长，则表明无工作劳

动力没有将外部保障用于补贴工作搜寻成本，进一步强化了“福利依赖”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若本文所提出的假说 H成立，可进一步得到如下推论:相对于农村户籍无工作劳动力，内部保障对城市户籍

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提升作用更强(T1);外部保障对农村户籍无工作劳动力的“福利依赖”效应表现为逐渐显现、趋于强化

的过程(T2);相对于消费水平较高的家庭，内部保障对消费水平较低家庭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提升作用更强(T3);外部保障

一定程度促进了无工作劳动力家庭的旅游消费支出(T4)。 

三、样本数据与检验模型 

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追踪调查(CLDS)”的个体问卷，该调查

的区域范围包括中国 29 个省区市(不包括西藏自治区、海南省和港澳台地区)，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中的劳动力(年龄 15 至 64

岁的家庭成员)，样本选择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Multistage Cluster,Stratified,PPS 

Sampling)。本文主要采用CLDS201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 2012 年和 2014年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2016 年的 CLDS 调查共计 21070 个样本，其中“当前在工作”的样本有 13452 个，“最近三个月找工作”的样本有423 个。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无工作劳动力”，因此，保留 16岁以上的“无工作”样本，并剔除“退休”“在读”“有土地”1和无工作

期间生活费主要来源有多项
2
的样本，最终筛选得到 4594 个有效样本，占总样本的 21.8%。以同样的方法，筛选出 2012 年 3447

个样本、2014 年 5236 个样本。为进行城乡比较，按户籍性质将样本划分为“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两个子样本。为检验内

部保障对不同消费水平家庭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异质性影响，根据“2015 年全年您全家的常规消费支出情况”问题将样本

划分为“常规消费较低”(低于中位数)和“常规消费较高”(高于中位数)两个子样本。 

根据调查问卷，被解释变量“就业意愿”用问题“您是否打算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找工作?”来衡量，被调查者回答“是”则

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表 1 为 2012、2014、2016 年无工作劳动力样本的“就业意愿”统计。从总体来看，无工作劳动力的

就业意愿较低，且呈下降趋势;从城乡比较来看，农村户籍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比城镇户籍无工作劳动力更低。 

表 1样本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全样本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全样本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全样本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是否打算 是 18.2 17.5 20.6 12.9 13.0 12.7 16.4 15.4 18.7 

找工作 否 81.8 82.5 79.4 87.1 87.0 87.4 83.6 84.6 81.3 

 

核心解释变量“外部保障”和“内部保障”用问题“在无工作期间，生活费的主要来源是?”来衡量，该问题为多选项，共

有 12 个选项:“离退休费”“下岗生活费”“失业救济金”“社会救济”“积蓄”“亲友接济”“临时性工作收入”“其他家

庭成员的收入”“借债”“租金收入”“金融产品收入”“上学，由父母抚养”，将前四项合并为“外部保障”，其余选项合

并为“内部保障”，均设置为虚拟变量 3。图 1展示了样本无工作期间生活费的主要来源情况。总体来看，无工作劳动力的生活

费来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但家庭内部保障仍然是其主要的失业保障，社会保障的占比相对较低;城镇户籍无工作劳动力的生活

来源更为多元，而农村户籍无工作劳动力的生活费来源更为集中，且得到的外部保障更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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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失业无工作劳动力生活费主要来源分布 

注:本图中将“下岗生活费”“失业救济金”“社会救济”合并为“社会保障”(即“外部保障”)，将“临时性工作收

入”“租金收入”“金融产品收入”合并为“个人其他收入”，将“亲友接济”“借债”合并为“亲友接济或借债”。 

参考相关文献，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婚姻状况”“家庭年收

入”“同住人数量”)、就业特征(“无工作时间”“有无技能证书”“健康程度”)和地区特征(“东部”“中部”“西部”)，

具体赋值方法和描述性统计见表 2。总体来看，城镇户籍无工作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无工作时间”和获得

的专业技能证书数高于农村户籍无工作劳动力。 

表 2控制变量的赋值方法及描述性统计(2016 年数据) 

变量 赋值方法 
全样本（4594） 农村户籍（3228） 城镇户籍（1366）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年龄 
16～25岁=1，26～35 岁=2, 

36～45岁=3,46～64 岁=4 
3.510 1.315 3.438 1.344 3.679 1.228 

性别 女性=0,男性=1 0.298 0.457 0.283 0.451 0.332 0.471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

大专及以上=4 
1.；33 0.884 1.603 0.747 2.378 0.945 

婚姻状况 未婚=0,已婚=1 0.886 0.318 0.887 0.316 0.884 0.321 

家庭年收入 2015 年家庭收入的自然对数 10.368 1.118 10.202 1.152 10.756 0.925 

同住人数量 同住人数量 4.556 2.084 4.919 2.103 3.698 1.762 

无工作时间 1年以内=0,超过！年=1 0.937 0.244 0.931 0.253 0.949 0.219 

有无技能证书 没有=0,有=1 0.067 0.250 0.034 0.181 0.144 0.351 

健康程度 不健康=1,一般=2,健康=3 2.628 1.108 2.662 1.141 2.550 1.021 

所在地区 东部=1,中部=2,西部=3 1.835 0.838 1.866 0.842 1.761 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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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就业意愿”为二值变量，因而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yi为“就业意愿”，xi为“内部保障”或“外部保障”，Mi为控制变量，β0、β1、β2为参数估计值，εi为随机扰动

项。 

四、实证检验结果 

1．内部保障与外部保障对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异质性影响 

表 3 是运用 Probit 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内部保障”与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而“外部保障”与无工

作劳动力“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表明生活费主要来源于内部保障的无工作劳动力有更高的就业意愿，而生活费主要来源于

外部保障的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较低，前文假说 H得到验证。通过分析样本填写的失业救济金的信息，发现其均值为 1189 元

/月(其中“城市样本”为 1298 元/月，“农村样本”为 935 元/月)，远高于当年的最低生活标准(600 元/月)。可见，外部保障

可能使部分无工作劳动力一定程度上产生“福利依赖”，而内部保障可以避免无工作劳动力的道德风险，并促使其自发搜寻工

作。 

从控制变量来看，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家庭收入越高、失业时间越长的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越低，而男性和拥

有较多技能证书的无工作劳动力具有更强的就业意愿。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东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无

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更低，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潜力和劳动力市场更大，就业机会也更多[31]，有利

于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提高。 

表 3全样本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内部保障 0.116***(0.017) 0.061***(0.017)   

外部保障   -0.152***(0.018) -0.095***(0.019) 

年龄  -0.069***(0.005)  -0.065***(0.005) 

性别  0.051***(0.012)  0.049****(0.012) 

受教育程度  0.02***(0.007)  0.032***(0.007) 

婚姻状况  0.083***(0.018)  0.079***(0.018) 

家庭年收入  -0.017***(0.005)  -0.017***(0.005) 

同住人数量  -0.006**(0.003)  -0.007**(0.003) 

无工作时间  -0.192***(0.017)  -0.189***(0.017) 

有无技能证书  0.065****(0.019)  0.070***(0.020) 

健康程度  0.005(0.005)  0.006(0.005) 

中部（对照组为东部）  -0.024*(0.013)  -0.026**(0.013) 

西部（对照组为东部）  -0.052***(0.012)  -0.053***(0.012) 

样本量 4594 4418 4594 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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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的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2．内部保障和外部保障影响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城乡差异 

表 4是分别对“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的分析结果:从“城镇户籍”样本来看，估计结果与全样本一致，“内部保障”

与“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外部保障”与“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从“农村户籍”样本来看，“外部保障”的估计系数依

然显著为负，但“内部保障”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内部保障对农村户籍的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据此，推

论 T1得到验证。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提高农村户籍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但对城镇户籍无工

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表明由于农村户籍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具有更强的就业

促进效应;无论是“城镇户籍”样本还是“农村户籍”样本，中部和西部地区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都比东部地区更低，且农

村户籍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更低，进一步说明有效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村户籍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需要引起重视。 

表 4“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子样本估计结果 

变量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内部保障 0.030(0.025)  0.096***(0.025)  

外部保障  -0.118***(0.037)  -0.112***(0.025) 

年龄 -0.064***(0.006) -0.062***(0.006) -0.080***(0.011) -0.075***(0.012) 

性别 0.040***(0.014) 0.040***(0.014) 0.063***(0.021) 0.059***(0.021) 

受教育程度 0.029***(0.009) 0.030***(0.009) 0.011(0.012) 0.012(0.012) 

婚姻状况 0.071***(0.021) 0.068***(0.021) 0.110***(0.037) 0.103***(0.037) 

家庭年收入 -0.011**(0.006) -0.013**(0.006) -0.045***(0.011) -0.043***(0.011) 

同住数量 -0.004(0.003) -0.004(0.003) -0.005(0.005) -0.005(0.005) 

无工作时间 -0.176***(0.019) -0.175***(0.019) -0.242***(0.035) -0.235***(0.035) 

有无技能证书 0.073**(0.029) 0.076**(0.030) 0.066**(0.027) 0.071***(0.027) 

健康程度 0.001(0.006) 0.002(0.006) 0.014(0.010) 0.016(0.010) 

中部（对照组为东部） -0.026*(0.015) -0.027*(0.015) -0.011(0.024) -0.017(0.024) 

西部（对照组为东部） -0.053***(0.014) -0.054***(0.014) -0.039*(0.023) -0.046**(0.022) 

样本量 3096 3096 1322 1322 

 

3．稳健性检验 

采用 2012 年和 2014 年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5:从“全样本”和“城镇户籍”样本来看，2012 年和 2014 年的

检验结果与 2016 年一致，“内部保障”与“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而“外部保障”与“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从“农村户

籍”样本来看，“内部保障”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但不显著(与 2016 年一致)，“外部保障”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但不显著(2016 年

显著为负)。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也验证了推论 T2。其中，2012 年和 2014年外部保障对农村户籍

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主要是由于其生活费主要源自外部保障的样本占比太低(2.7%和 4.1%)。因此，可以认为，

外部保障的“福利依赖”效应对农村户籍无工作劳动力也是存在的，并随着外部保障水平在农村地区的不断提高而趋于明显和

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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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一步的分析 

将样本划分为“常规消费较低”和“常规消费较高”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见表 6):对于“常规消费

较低”样本，“内部保障”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对于“常规消费较高”样本，“内部保障”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可见，

内部保障能有效提升家庭消费水平较低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但对家庭消费水平较高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没有显

著影响，推论 T3得到验证。此外，从外部保障的影响来看，无论家庭消费水平是高还是低，外部保障都会降低无工作劳动力的

就业意愿。 

表 5稳健性检验结果 

2012 年 

变量 全样本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内部保障 
0.307*** 

(0.117) 
 

0.067 

(0.046) 
 

0.113** 

(0.048) 
 

外部保障  
-0.091** 

(0.038) 
 

-0.031 

(0.074) 
 

-0.149*** 

(0.047) 

中部 

（对照组为东部） 

0.135* 

(0.073) 

0.040* 

(0.021) 

0.031 

(0.025) 

0.031 

(0.025) 

0.057 

(0.038) 

0.063 

(0.039) 

西部 

（对照组为东部） 

0.141** 

(0.069) 

0.036* 

(0.019) 

0.020 

(0.023) 

0.018 

(0.023) 

0.082** 

(0.037) 

0.077** 

(0.036) 

样本量 2389 2389 1662 1662 727 727 

2014 年 

变量 全样本 农村户籍 城镇户籍  

内部保障 
0.030* 

(0.015) 
 

0.003 

(0.024) 
 

0.051** 

(0.022) 
 

外部保障  
-0.052*** 

(0.016) 
 

-0.045 

(0.030) 
 

-0.065*** 

(0.022) 

中部 

（对照组为东部） 

0.014 

(0.011) 

0.013 

(0.011) 

0.010 

(0.012) 

0.010 

(0.012) 

0.022 

(0.020) 

0.020 

(0.020) 

西部 

（对照组为东部） 

-0.005 

(0.010) 

-0.006 

(0.010) 

-0.007 

(0.012) 

-0.008 

(0.012) 

-0.001 

(0.019) 

-0.003 

(0.019) 

样本量 5235 5235 3852 3852 1383 1383 

 

注: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略，备索，下表同。 

进一步根据“2015 年全年您全家的旅游消费支出情况”问题，将样本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

归分析，估计结果显示(见表 6)，“外部保障”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内部保障”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外部保

障显著增加了无工作劳动力家庭的非常规消费，并可能挤占原本用于补贴工作搜寻成本的资金，从而强化“福利依赖”效应，

推论 T4得到验证。 

表 6进一步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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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常规消费较低 常规消费较高 常规消费较低 常规消费较高 旅游消费支出 

内部保障 
0.293*** 

(0.090) 

0.239 

(0.201) 
  

0.022 

(0.041) 
 

外部保障   
-0.448*** 

(0.099) 

-0.442** 

(0.204) 
 

0.086** 

(0.040) 

中部 

（对照组为东部） 

-0.106 

(0.066) 

-0.125 

(0.157) 

-0.118* 

(0.066) 

-0.116 

(0.158) 

-0.334*** 

(0.035) 

-0.333*** 

(0.035) 

西部 

（对照组为东部） 

-0.268*** 

(0.066) 

-0.048 

(0.171) 

-0.280*** 

(0.066) 

-0.049 

(0.172) 

-0.436*** 

(0.034) 

-0.435*** 

(0.034) 

样本量 3689 729 3689 729 3918 3918 

 

五、结论与讨论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为无工作劳动力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以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有序，也应积极促进失业群体就业以

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发展。不同来源的生活保障对不同群体的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需要深入探究其

内在机制，并结合实际情况寻求失业保障与促进就业之间的平衡。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本文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整体来看，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较低，且城镇户籍

和东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高于农村户籍和中西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2)虽然家庭外部保障所占比例

不断提高，但家庭内部保障仍是无工作劳动力生活保障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农村户籍的无工作劳动力更多地依赖内部保障;(3)

总体上讲，内部保障会提升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而外部保障则会通过“福利依赖”效应降低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4)

内部保障会显著提升城镇户籍和家庭消费水平较低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但对农村户籍和家庭消费水平较高的无工作劳

动力的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5)随着外部保障水平在农村地区不断提高，外部保障对农村户籍无工作劳动力的“福利依赖”

效应逐渐显现并不断强化;(6)外部保障显著增加了无工作劳动力家庭的非常规消费，而内部保障对无工作劳动力家庭非常规消

费没有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结论，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一是要重视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通过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就业。尤其应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积极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为无工作劳动力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本文分析发现，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还与户籍、性别、年龄、受

教育程度、职业技能等个体特征相关，因此，应当针对不同的失业群体分类施策。在激发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同时，也要

为就业意愿强的失业者提供积极的外部支持和激励，如加强再就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营造灵活就业的良好社会氛围等(涂永

前等，2020)[32]。 

二是要进一步发挥内部保障的就业激励作用。与高福利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福利水平较低，由家庭和个体构筑的内部保

障仍是无工作劳动力无工作期间的重要保障形式，其不仅筑起失业者的生存底线，还可为无工作劳动力实现就业提供工作搜寻

的资金支持。与此同时，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会使个人和家庭的资本存量持续下降，而亲友单方面的物质输送也难以维持社会互

助关系的动态平衡，来自家庭和亲人的压力更能使无工作劳动力意识到“坐吃山空，立吃地陷”的困境。因此，家庭内部保障

的物质支持应适度，而精神激励则应强化，以有效提高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和努力。 

三是要探索和构建外部保障的就业激励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保障功能趋于弱化(贾洪波等，2016)
[33]

。一方面，在

外部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境下，应扩大失业救济金、下岗生活费、社会救济费等外部保障的覆盖面，简化相关手续(王小鲁，2020)[34]，

并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要探索改进外部保障机制，弱化和消除“福利依赖”效应，乃至转“福利依赖”为“就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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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比如，在失业保险的产品设计和失业救济的发放标准上，可考虑对于尽快就业的失业者给予更多激励，而对于有能力和

机会就业而不就业者则适当降低保障水平。此外，在社会环境上，还应鼓励劳动、鼓励就业，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教育

和引导广大群众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需求。 

本文考察了家庭内部和外部保障对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异质性影响以及城乡差异，但囿于数据限制，实证检验中将内

部和外部保障设置为虚拟变量，估计结果仅能反映影响的方向和显著性，即以内部保障为主与以外部保障为主的无工作劳动力

选择寻找工作的概率差异，还不能从数量上刻画不同的保障水平对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具体影响。因此，要厘清不同类型

的失业保障在不同的保障水平下对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的具体效应，还需要基于各种保障水平(具体金额)进行深入细致的分

析。此外，还可从不同维度(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家庭人口结构、失业时长、城市层级等)对无工作劳动力进行群体划分，

拓展研究范围，以更细致的研究刻画更客观和具体的现状与趋势，并得到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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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对于“农村无工作者”的定义尚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由于土地具有一定保障作用,有学者认为农村地区不存在失业问

题。但随着城市化和农民工市民化等的推进,许多农民工宁愿再找一份工作也不愿意种地,土地流转也导致农民无地现象普遍存

在。为了避免“无工作但有土地可以作为保障”的农民群体的干扰,依据“请问您在村里是否还有土地?”和“您在老家是否还

有土地?”两个问题,对有土地的农村户籍样本进行剔除(396 个)。 

2 为了避免实证分析时出现既有“内部保障”又有“外部保障”的样本,剔除了在回答“在无工作期间,生活费的主要来源

是?”问题时多选的样本(413 个)。 

3 若在无工作期间生活费主要来自外部保障选项,则“外部保障”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若主要来自内部保障选项,则“内

部保障”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4 2012 年主要依靠“其他家庭成员收入”“亲友接济或借债”的无工作劳动力占比近八成,而 2016 年主要依靠“失业救济

金”和“积蓄”的无工作劳动力占比有所提升。具体而言,主要依靠“其他家庭成员收入”的占比最大,超过 50%;主要依靠“个

人其他收入”的占比较为稳定,保持在9%左右;主要依靠“社会保障”的占比从2012年的 6.8%增长至2016年的 14.3%,且主要为

“城市样本”的增长(从 17.0%增至 32.5%),“农村样本”的增长较小(从 2.7%增至 5.4%);主要依靠“积蓄”的占比稳步增长,从

6.6%增至 14.4%,且城乡差异不大;主要依靠“亲友接济或借债”的占比则由 22.7%降至 10.8%,其城乡差异也不明显。 


